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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携带的影像：
崔子恩《少年花草黄》中的数码影像行动与酷儿马克思主义

孙晓雪

概要
本文以崔子恩 2005 年的影片《少年花草黄》为个案，分析其作为中国酷儿电影行动主义的实践。本

文主张，崔子恩将影像行动（digital video activism）、马克思主义批判与酷儿理论的独特结合，标

志着一种有别于国家控制表述与西方主导 LGBTQ 话语的激进出路。崔子恩从中国传统文学史汲取

资源，重新想象同性亲密与家庭亲属关系为既具抵抗性又具更新性的空间。通过对叙事结构、视觉

语汇与社会政治语境的考察，本文展示了崔氏如何挑战常规伦理、在中国语境内重新界定酷儿身份，

并为全球的酷儿马克思主义想象贡献新的视角。崔子恩的影像不仅批判了中国的审查与异性规范化，

同时亦将酷儿理论推进到更具本土性、多样性与政治影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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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政治、后社会主义中国、酷儿理论、中国同性文学传统、同志

独立电影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在不受经济限制或赞助束缚的前提下，得以自由探索各类文化议题。在
中国独立电影的领域中，崔子恩的酷儿影像实践突破了多重边界。借助他所称的“影像行动”，崔
子恩不仅对国家对酷儿运动施加的审查与压制发起挑战，同时也重构了一种具有中国语境特性的酷
儿理论，从而展现出中国酷儿联结的独特性。

崔子的独立酷儿电影既是一种政治行动，也是一种对以西方为主导的酷儿话语的干扰与重构。他的
创作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酷儿的概念，以及艺术、媒介、技术、行动主义与中国国家身份之间的互动
关系。崔子的影像介入实践包含三个主要维度：记录中国酷儿群体的斗争与记忆；扩展西方酷儿概念，
使其涵纳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素；以及开创出一种新的数码媒介行动模式，通过国际影展与跨文化传
播赋予群体能动性。

本文以崔子恩 2005 年作品《少年花草黄》为案例，探讨他对西方酷儿理论的解构。首先，我将考察
中国同性关系的历史语境，指出崔子恩作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晚明作家李渔（1611–1680）的专家，
是如何借鉴传统的酷儿情爱模式，在影片中传达出具有中国特质的情感。这部影片不仅构建出酷儿
叙事，也成为中国国家历史与文化记忆的见证。其次，我将分析《少年花草黄》的叙事结构与影像
技法，指出该片体现了崔子恩试图通过发展本土化的同志身份、探索中国家庭亲属关系中的联系，
并将西方酷儿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交织融合，来回应并解决中国语境下酷儿理论所面临的困境，
从而反映出后社会主义文化的诸多特质。

本文指出，崔子恩的影像实践构建出一种新的视觉语言，使全球观众得以深入理解中国亲密的同性
经验，同时也对现有酷儿理论提出挑战。其实验性技法塑造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酷儿身份，也映
照出现代中国国家自身所体现出的“酷儿性”，即一种非规范性。崔子的独立影像既是一种社会介入，
也唤起了人们对当代中国酷儿群体以及现代中国国家所体现出的这种“非规范性”的关注。他在国
际影像界取得的成功，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解构西方主导酷儿理论并重构中国本土同性恋与酷儿认同
概念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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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中的同性的历史语境与酷儿关系概览
周华山（Chou Wah-shan）在《同志：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情欲政治》（2000）中指出，在现代中国，
同性情欲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与科学议题。尽管前现代儒道思想并未将性视为人生的核心
内容，因而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性取向”概念，但传统的阴阳宇宙观却深刻影响了性别等级与同
性行为的观念。

性别的流动性体现在阴阳之间的不断转化之中，进而促成了前现代中国对同性行为相对宽容的态
度。道教将性交视为一种超越欲望、实现阴阳精气平衡的宇宙现象与医疗行为。如王蓉蓉（Robin 
Wang）在《阴阳：中国思想与文化中的天地之道》中所解释，阴阳是相互依存、不断转化的动态体
系，是理解中国宇宙论的关键（2012，第 3 页）。在这一视角下，男性之间的性交被看作阳精的交换，
而女性之间的同性行为则是阴精的互换。这种宇宙观为多元的性别与性行为提供了一个相对宽容的
存在空间。

儒家学说重新诠释了传统的阴阳二元观念，将男性本质与“阳”联系起来，而将女性特质与“阴”
相联系，从而建构了以“阳”为尊的性别等级制度。儒家意识形态主导了近两千年的前现代中国社会，
将性关系与人际关系纳入由五伦规范的等级秩序之中 : 性行为必须符合家庭亲属关系与正统等级秩序
的要求，同性关系只有在不破坏异性婚姻制度的前提下才被容许。这种宽容主要惠及男性精英阶层，
他们可在婚姻之外发展同性情感关系，而女性则不被允许在一夫多妻结构之外建立此类关系。福柯
（Michel Foucault）在其专著《性史》的分析中指出，性行为的规训与婚姻、亲属制度密切相关，
体现了性与权力结构之间的深度关联。从这一角度看，儒家对同性关系的规训，正是其通过控制亲
密关系与家庭结构来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在前现代中国文学中，同性叙事常以欲望与爱情为主题，且男性与女性同性关系的描写存在显著差异。
男性同性关系常与阶级、年龄与性别因素交织。如韩献博（Bret Hinsch）在《断袖之癖：古代中国
的同性恋文化》（1990）中所述，这类关系强调情感与肉体欲望的结合，显示出一种内在倾向与文
化品味的双重形成。吴存存（Wu Cuncun）于《晚清中国的同性恋感性》（2004）中深入探讨了如《品
花宝鉴》（17 世纪末）、《红楼梦》（1791）与《龙阳逸史》（18 世纪中叶）等男性同性题材文学
作品。她指出，这些作品中的男男欲望既被呈现为一种天赋倾向，也是一种文化陶冶的品味，情欲
与情感往往交织其中。苏成捷（Matthew Sommer）在《晚清中国的性、法律与社会》（2000）中
探讨了男性同性关系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中的定位，指出此类关系常与阶级与权力问题紧密相连，进
一步加深了对历史时期男同性关系复杂性的理解。魏濁安（Giovanni Vitiello）在《浪荡子的朋友》
（2011）中则从同性恋与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角度出发，分析了男性同性关系如何嵌入更广泛的社
会与文化实践之中。他强调晚清社会中男男情欲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与互动。

相较之下，女性同性欲望常被描绘为性剥夺的结果，有时亦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女性同性关系常被
呈现为异性满足缺失所引发的结果，或受到超自然因素的影响。这一描写体现出社会对女性必须通
过异性恋实现性满足的深层观念。桑梓蘭（Sang Tze-lan）在《浮现中的拉拉形象》（2003）中指出，
对女性同性欲望的规训反映出男性对于女性性自主的焦虑。这些叙事映射了现代社会中关于女性性
自由的更广泛的社会焦虑。杨美惠（Mayfair Yang）在《从性别抹除到性别差异》（1999）中讨论
了现代化与西方接触如何使中国引入西方性研究与性别术语。在民国时期，中国作家开始将西方同
性恋理论与传统同性情感观念结合。五四时期的一些激进刊物尝试将女性间的同性之爱与男性之间
的爱进行比较，但仍将女性同性欲望视为对异性关系的替代。桑梓蘭指出，这种论述方式体现了现
代社会中男性对女性性欲的持续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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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则发生了重要转变，性话语成为禁忌，同性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被定性为“并
不存在”。男性气质理想转向体力劳动者形象，女性则从性客体转化为劳动主体。个人情感与激情
被纳入国家政治抱负之中，同性情欲在几十年间几乎消失于文学话语中。

当代对同性关系的再现一方面延续了传统图式，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女性地位变化与西方影响的因素。
在后毛时代的中国，公众讨论更多集中于都市男性同性恋，而女性同性叙述则基本处于隐形状态。
媒体常将男同性恋与纵欲、艾滋病与社会威胁联系在一起。作家面临国家要求其创作符合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构叙事的压力，创作受到严格审查。

现代中国关于同性情欲的论述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经济结构、国际影响、传统观念、国家
政治目标、公共凝视、女性主义、亲属体系与科学认知等多重因素交织其中。崔子恩的影像作品正
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上述议题的重要探索。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公开出柜的导演之一，崔子恩以
展现 LGBTQ 群体的生活与斗争，对主流叙事提出挑战。他的作品如《丑角登场》（2002）与《志
同志》（2009），从批判角度反映 LGBTQ 群体持续面临的边缘化与审查压力。通过揭示性别、性
取向与社会规范之间的交织关系，崔的影片不仅回应了上述文献所讨论的历史复杂性，也拓展了中
国当代电影与文化话语的边界。

学者如裴开瑞（Chris Berry）与余燕珊（Audrey Yue）对崔子恩的影片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其
作品对中国酷儿身份与国家政治交汇点的批判性介入。裴开瑞认为，崔的作品挑战了国家对酷儿再
现的控制，并强调酷儿社群的韧性与能动性。在《圣俗与家常：崔子恩电影中的空间结构》中，裴
开瑞分析了其影片中的“神圣—世俗—日常”三重结构，将其放置于中国与全球酷儿电影的更广语
境之中。在《酷儿华语电影中的移动亲密》中，余燕珊探讨了崔子恩作品如何在华语语境中表现酷
儿身份与亲密关系，进而丰富了对酷儿华语影像的理解。余强调，崔的作品不仅对西方中心的酷儿
理论提出批判，也凸显了中国酷儿生活独特的社会—政治动态。

通过对这些历史语境与文学再现的考察，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中同性关系与酷儿身份的
发展轨迹——而这正是崔子恩电影试图表述与挑战的对象。这些学术观点也为我们在分析崔子恩影
像作品时纳入历史背景提供了正当性，凸显其作品深植于中国社会文化动态的事实。崔子恩的《少
年花草黄》（2005）正是对这些议题的深切探讨。作为中国少数公开身份的酷儿导演之一，崔通过
呈现 LGBTQ 群体的生活与斗争，对主流叙事提出挑战。《少年花草黄》特别凸显了该群体持续遭
受的边缘化与审查，并探讨了爱、身份与社会压力等主题。通过将历史语境与当代困境加以交织，
崔的影像建立起传统同性文学图式与今日 LGBTQ 权益斗争之间的桥梁。

《少年花草黄》中的传统再现与当代表达
在成为导演之前，崔子恩曾是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专门研究晚明小说家李渔的作品。李渔
以其有关同性题材的小说而著称，如《男孟母教合三迁》、《萃雅楼》与《怜香伴》。李渔的作品
对理解传统同性情感处理方式至关重要。在《男孟母教合三迁》中，李渔让美少年瑞郎女扮男装，
从而使角色得以在儒家社会的保守框架中生存。他不仅掩饰了人物的性别，也将同性关系“伪装”
为异性婚姻。这一情节设定表明，李渔在 17 世纪即已洞悉：同性情感在中国社会中若欲存续，唯有
借助异性亲属结构的伪装。在《萃雅楼》中，他塑造了一位兼具美貌与文化修养的理想男性，反映
了传统对性别流动性的认可；在《怜香伴》中，李渔通过让两位女性嫁与同一男子，使女性之间的
同性吸引得以纳入异性婚姻的多妻结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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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子恩的电影《少年花草黄》中，可识别出李渔影响的诸多情节元素。影片讲述了三位青少年之
间的酷儿关系：小峰、他的双胞胎姐姐文文，以及他最亲密的同志好友乐乐。在父母离异、情感忽
视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小峰与文文之间维系着一种密切的亲密关系。然而，在他们即将升入大学的
最后一个暑假，这段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文文因他人对他们关系的“误读”感到不适，逐渐疏远了
小峰。同时，小峰发现文文与大学生、歌手梦想者小俊发展出了恋情。出于破坏目的，小峰强迫乐
乐假扮文文的男朋友。这一计划失败，乐乐反而发现小俊竟是他们母亲的秘密情人。尽管母亲企图
用钱贿赂他，乐乐依然忠于小峰，并将真相告知文文。心碎之余，文文决定与小峰和乐乐结成某种
关系，影片最后三人一同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崔子恩这部非典型的影片引发了关于同性关系与家庭亲属的激烈讨论。在中国被禁映的同时，国际
舆论也存在争议。西方媒体将其宣传为兄妹乱伦的故事，并将其归为“禁忌之爱”。然而，“乱伦”
在片中只是一种隐含的暗流。小峰的性取向始终模糊不明。其对姐姐与小俊关系的过度干涉，既可
被理解为出于嫉妒，也可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为对母性缺席的恐惧。在家庭功能失调的背景下，母
亲自私而冷漠，文文承担起照顾者角色，为小峰做饭、照料其生活，扮演“母亲”的象征性角色。
小俊的出现，威胁到这一“母亲”角色的稳定，从而引发小峰的强烈反应。

影片中最具争议性的情色场景，是母亲因文文坚持拥有独立房间而惩罚她。文文多日绝食，虚弱昏睡，
小峰用嘴将牛奶喂入姐姐口中。崔子恩将这一幕拍摄得极具情色意味，可被视为带有性暗示的情节。
此后，文文去医院检查并告知小峰自己怀孕。小峰质问小俊，对方却坚称从未碰过文文。影片并未
进一步交代文文是否真的怀孕，小峰也向乐乐表示困惑，不知文文是否说了实话。崔子恩未给出明
确答案，这条叙事线索最终被悬置，留下观众自行解读。在该影片中，小峰将牛奶喂予扮演“母亲”
角色的文文，被解读为性别角色的反转。牛奶在崔子的影像实践中具有象征意义：既指向哺育、精液，
也暗示女性特质。这一场景既契合中国传统对性别流动性的理解，也呼应西方性别理论中“性别是
一种社会建构的、具有高度表演性的存在”的观念。另一个可能的解读是，小峰那晚确有与文文发
生性关系，从而导致她怀孕。然而，小峰的困惑也透露出他对性的理解可能非常有限。通过这一场景，
崔子恩巧妙地提出关于性别本质与社会建构的理论问题，强调“性别表演”与“性欲流动性”等重
要概念。借助家庭亲属结构，崔不仅融合了中西性别理论，更试图探索一种根植于家庭结构的中国
本土酷儿理论。

正如周华山（Chou Wah-shan）在《同志》中所言，“在中国社会中，个人身份的基础并非性欲对
象选择，而是家庭亲属结构。”（2000，第 1 页）崔子恩通过将酷儿关系密集编织于家庭内部，努
力建构属于他自己的酷儿理论与同志政治。如包宏伟（Hongwei Bao）在《酷儿同志：中国后社会
主义语境下的同性身份与同志行动主义》中指出，崔子的虚构电影作品在“标签”这一维度上充满挑战：

他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的影片却大量呈现共产主义的原则与实践，他甚至提出要建立一
个‘酷儿电影的共产主义国际”（Cui and Liu, 2010）。他生于中国，却不认同‘中国性’，
以国际主义者和世界公民自居（甚至是宇宙公民，因为他的科幻影片常常涉及外星人）。他自
我认同为同性恋者，却反对 LGBT 身份政治；他描述自己为多重恋爱者，尤其偏爱异性恋男性；
他常穿中性服装；多数人称他为“崔老师”，好友则称“崔子”。他挑战一切定义与边界，从
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真正的酷儿。（Bao, 2018，第 121-122 页）

在包宏伟的分析中，崔的“酷儿性”体现在他对“中国人”与“同性恋者”这两个身份标签的拒绝。
这引发了对‘酷儿’一词意义的探讨，以及崔如何将自己对身份政治的理解转化到电影媒介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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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崔否认“中国性”，其文学与影像创作却根植于他欲否定的“中国性”之中。他对国家与性身
份的否认，使其影片成为跨越边界的宣言，也构成了一种影像哲学。

在《少年花草黄》中，崔以家庭亲属结构为基础来理解酷儿。性取向在影片中未被明确标示或仅呈
现出模糊意向。小峰与乐乐的关系极为亲密，影片多次描绘他们半裸躺在一张床上，共同讨论文文
的感情问题。影片从未直接说明乐乐为同性恋者，仅通过“我也想谈个男朋友”、“我不喜欢女生”
两句台词暗示其性倾向。在小峰要求下，乐乐愿意与文文形成“恋人关系”，并向其承诺将照顾她、
对她温柔。文文则取笑他，说他与小峰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明显契合，调侃他们应结成一对。通
过此场景，崔模糊了异性恋与同性恋的界限，影片中的三角关系引入双性恋与泛性恋的可能。观众
难以判断小峰与乐乐究竟是同性恋者，还是具有流动性倾向者。当乐乐为了留住小峰而向文文“求爱”，
崔挑战了中国“同志”身份的传统理解，并探索基于西方酷儿理论延展出的新型性身份。

本片的核心不在于性取向本身，而在于家庭亲属结构中的酷儿联结。这种强调中国亲属结构、社会
经济结构与文化特质的方式，赋予该片鲜明的中国语境——它是一部真正的“中国酷儿电影”。在
与范坡坡的访谈中，崔子恩指出，他构建《少年花草黄》中酷儿关系的意图在于“打破伦理三角”（Fan 
and Cui, 2009）。他并不认同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或同性恋形式，而是主张三角关系与多重恋爱。
因此，这部影片可被视为其哲学理念与酷儿理论的影像表达。

崔对多重恋爱关系的主张，或许来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熟悉。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异性婚姻结
构本就是一种一夫多妻的模式，男女多被迫进入婚姻制度之中。女性之间的同性欲望常被家庭结构
所遮蔽，男性之间的欲望则以“友谊”之名呈现，或被描绘为超越情欲、追求“情”的理想式亲密
关系。在《少年花草黄》中，可见许多前现代文学传统的承继。例如，小峰与乐乐之间的关系模糊
而被描述为友谊；乐乐甘愿牺牲自我来成全小峰，超越了友谊与关怀的伦理界限；小峰提议文文与
乐乐结合，正是李渔式“将欲望纳入异性家庭结构”的重演。为说服文文接受乐乐，小峰强调乐乐
性格温厚、慷慨，且已被美国名校录取，可能赴美留学。崔在此重塑李渔所构想的“理想男性”，
并赋予其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语境特征。

小峰对姐姐（或“母亲”角色）所展现的伦理越界的欲望，也引发了关于权力结构的诸多问题。《少
年花草黄》通过对传统同性恋叙事模式的模拟，展现了诸多具有“中国性”的影像元素。崔借助家
庭亲属结构，融合西方性别理论与身份政治，进一步拓展了“酷儿”概念的定义，并指出：唯有打
破传统规范与伦理结构，自由才能得以实现。影片的结尾，三人结成非典型三角结构，联结起同性
欲望与亲属关系。正如文文是否怀孕这一谜团被悬置不决，崔子恩亦未提供答案，而是指向一条无
限开放的探索路径。

崔子恩的“影像行动”中的声音与喧嚣
崔子恩将其电影创作视为一种政治实践，称之为“影像行动”。正如包宏伟在《影像行动：在中国“志
同志”中叙述历史与记忆》一文中所介绍的，崔子恩认为影像行动是对标准化、精致化、优秀化电
影主张的反动。他呼吁“用影像行动改变世界” 这一创作策略强调画面风格的柔和与流动感，并将
之与 “硬性” 的现实世界并置（Bao, 2018）。崔希望通过这种质感的对比，将其影像与社会冲突
连接，从而推动变革。

崔子恩将自己的电影称为“零修辞”，意味着“对文学技法与叙事传统的彻底背离”（Bao, 2018）。在《少
年花草黄》中，场景设置简朴，柔和的光线营造出温润的视觉效果。画面中小峰与乐乐半裸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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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黄色调渲染，暗示出一种脆弱与怀旧的情感。与之相对，崔在后期制作中保留了尖锐的自然噪音，
刻意不使用电影技术去消除干扰性声响。这种柔软与粗砺的对比，正体现了他所倡导的影像行动哲学。

包宏伟认为，数码影像创作“为崔子提供了一种突破艺术规范的手段”，使得这一实践不仅是美学选择，
更是内在政治行为（Bao, 2018）。他引用了崔子恩 2009 年与赵 K 的访谈内容，崔在访谈中表示：

便携式数码摄影机赋予了崔子恩及其团队探索现实边界的可能。这种设备的轻便性使其能够进
入角色的私人空间与心理层面；而其不稳定性则将观众从叙事的私人领域中拉出。影片《少年
花草黄》中的“声音与喧嚣”暗示出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共存，打破了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呈
现出角色间亲密关系的交织。昏暗的光线象征着国家对酷儿关系处理方式的不确定性，反映了
同性关系与酷儿身份所处模糊不清的社会—政治气候。崔子恩的影像行动通过引入影像语言的
柔性与模糊性，回应了中国国家对酷儿社群的矛盾态度。

尽管这些影像技法为像崔子恩这样的独立导演提供了在国家审查制度下叙述的可能性，崔仍依赖国
际支持与影展机制。他将“行动”理解为视野与能见度的扩展，其目的在于“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
影片”（Bao, 2018），以此在创作者与观众之间构建共同体。在崔的理解中，行动主义亦意味着在
中国社会内部争取放映的合法性。自 2001 年起积极参与本土影展与展映活动后，崔意识到需要将自
己的影片包装为“酷儿”电影，并与西方关于性别与酷儿理论的学术语境建立联系。他的影像政治
具有跨国性质，《少年花草黄》不仅是一种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介入，旨在提升社会对酷儿议
题的意识。崔的作品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将行动主义变为现实；二是
如何在本土化的酷儿身份政治与西方理论框架之间进行协商。

酷儿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寓言
在《两个中国的酷儿马克思主义》（2015）一书中， 劉奕德（Petrus Liu）指出，后社会主义中国
的酷儿理论面临困境。与普遍观点相反，劉奕德认为酷儿文化和同性身份政治的发展，并不意味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终结。相反，他主张，中国的酷儿理论始终与大陆和台湾两个语境中的马克思
主义接受史密切纠缠。他指出：“两个中国中的酷儿马克思主义，恰恰为全球学术界提供了揭示酷
儿理论与自由多元主义历史联系的理论工具”（Liu 2015，第 31 页）。他进一步批评将西方性别理
论中的翻译概念直接套用于中国情境的做法，认为这不仅无法有效阐释中国语境中的性政治，反而
助长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

刘通过 2012 年对崔子恩的访谈，揭示了当代中国酷儿理论的商品化倾向。崔在访谈中表示：

相比于美国学术细分专业的“小圈子”，中国的酷儿理论反而在媒体中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
我的酷儿批评与文章拥有大量非学术读者，更不用说台湾与香港进步酷儿理论家的许多著作也
在中国大陆受到热烈阅读。但与此同时，中国整体氛围仍十分保守。我是唯一一位公开出柜的
中国学者。除我之外，在中国以“酷儿理论”或“性研究”为名发表的著作，均出自自我认同
为异性恋者的非文学领域专家：如社会学家潘绥铭、李银河，以及医学界的张北川。在中国，
如果公开认同为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会被认为削弱了你在“另类性”研究中的权威性——这类
研究被要求保持客观性与科学性，最好采用量化方法。( 引自 Liu（2015），第 35–36 页 )

刘认同崔的分析，并指出在大陆，同性关系的理解本身就表现出对“理论”的抵抗。性研究已被医
药科学话语所接管，关注点集中于预防艾滋病，而非建构政治认同或挑战社会污名。他主张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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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理论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批判，才能有效回应知识生产过程中性学家与教育专家对资源与话语
权的垄断（Liu 2015，第 38 页）。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性”的概念不只是地理上的，更反映出大
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与文化对峙。在刘的分析中，酷儿理论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非对立，而
是紧密交织。然而，中国语境中的“同志”概念在西方“酷儿”范畴下被吞没。他指出：“‘同志
政治’的存在满足了中国语境中一种民族主义的语言诉求，即提出一种有别于欧美酷儿理论的替代
性语言方案，并坚持东方经验材料的权威性。”（Liu 2015，第 44 页）聚焦于崔子恩的作品，刘认
为崔拓展了“酷儿”一词的定义，使其涵盖各种非规范性的表达与关系。他指出，崔的电影是对其
所处历史时刻的复杂沉思，不能仅被当作国际影展中的字幕图像处理，而应理解为深嵌中国政治与
思想语境的文本（Liu 2015，第 49 页）。刘认为，崔子恩透过影像实践建构出属于他自己的酷儿理论，
想象出一种超越性欲与性别表演的潜在解放状态。

的确，崔的电影创作挑战了性规范的传统秩序，描绘出一个多元、宽容与解放并存的非规范社会。在《少
年花草黄》中，影片的结尾展现了崔所理想的另类秩序，它不仅挑战国家审查制度，也对传统美学
构成反抗。崔认为共产主义代表追求更美好乌托邦未来的勇气，因此影片结尾所呈现的，是他对“同
志政治”与西方酷儿文化双重叛离的姿态，也是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愿景的拥抱。

《少年花草黄》既可被视为酷儿电影，也是一种政治实践。文文与小峰所处的失调家庭结构象征着
中国国家本身，是一种国家寓言。影片不仅呈现了家庭中的酷儿关系，也隐喻了现代中国国家自身
所体现的非规范性。母亲与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可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在经济增长刺激
下产生的后社会主义欲望之间的冲突。摄影机的运动、光影的处理、柔和的色调，以及亲密空间与
干扰性背景噪音之间的剧烈对比，象征着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碰撞，以及个体欲望与集体叙事之
间的张力。母亲与小俊之间的关系代表了后社会主义中国中的个人欲望——金钱压倒情感与伦理照
护。亲子关系的失调象征着国家主导的共产主义叙事与资本主义实践之间的断裂。文文与小俊之间
失败的爱情瓦解了国家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叙事，而影片结尾则展现出一种崔子恩式的“酷儿
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愿景。他不仅为中国同性社群发声，也打破了身份政治与社会关系的传统界限，
充分体现出一种跨界、颠覆常规的酷儿视角。

结语
崔子恩是中国最具代表性且极具争议的酷儿电影人，跨越了导演、学者、小说家、散文家与行动者
等多重身份。他借助数码新媒介，通过“影像行动”理念，开创了一套独特的电影语言与技法，深
入探讨影像创作如何生成政治意义与社会再现。在其 2005 年作品《少年花草黄》中，崔巧妙地将传
统的同性情感叙事模式与对家庭亲属和性别关系的现代重构相融合。崔子恩的创作不仅是将西方理
论“本土化”，更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框架下对酷儿理论进行改写，从而扩展了“酷儿”这一
概念的内涵。他的影像实践既是同性恋行动主义的重要媒介，也对欧美主导的酷儿传统提出挑战。
崔的“酷儿马克思主义”电影为其身份政治建构出理论框架，同时也是对中国国家体制中马克思主
义传统的寓言式反思。

通过他创作的可携带的数码影像，崔呼吁酷儿理论研究开拓新的理论路径，构建出一种深植于中国
历史与记忆的本土酷儿理论。将其叙事置于特定的中国社会—政治语境之中，崔的作品为酷儿理论
的全球与在地维度提供了深刻回应。他主张一个未来：在那个未来中，多元身份与表达不仅被接纳，
更被积极庆祝；而电影表达与政治行动的边界，也将被不断推进与重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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